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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文化与历史记忆】

客家移民路径选择与客家语言文化的形成∗

宋 鸿 立　 　 　 朱 　 梦

摘　 要：客家是汉族大家庭中的一个独特群体，客家方言是这个群体的重要特征，也是研究客家历史文化的重要依

据。 客家族群语言的形成，与中国古代客家人的移民路径有关。 从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播的视角看，客家移民路径

选择的时序性和空间性对“客家”语言形成具有关键作用，清末民初客家人对客家移民的文化认同感的系统构建对

客家移民属性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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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学界从人类社会文化演进①、民俗文化传

承②、非物质文化遗产学③等角度对客家语言的变

异与文化走向、客家方言的丰富性和语言濒危的全

球性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 但是，把客家历

史，特别是语言历史看成是多种文化要素在漫长历

史互动过程中互相涵化④、有机整合的复合体进行

研究的课题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例如，较其他汉民

族方言群体而言，客家人鲜明的地域和族群特征与

其语言文化的保持是否有关系，其移民过程和移民

路径对客家语言的形成有无影响，其语言风格是在

怎样的条件下形成的，为什么能在移居地的方言群

体中得到普遍认同而成为主流？ 尤其是这种特别的

文化是如何在客家方言群体中发展和承传的？ 本文

拟通过客家的移民历史和移民路径来探讨作为一种

移民类型客家语言文化形成的原因，以期对客家方

言和客家文化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一、客家人迁徙的路径选择

客家文人徐旭曾早在 １８ 世纪初就提出客家源

于“中原衣冠旧族”之说，后经客家学者罗香林系统

阐发形成的“中原移民论”被学术界普遍接受。⑤中

国历史上确实有过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并且赣粤闽

地区的族谱中也有大量客家祖先来自中原的记载，
如江浙地区的吴方言群体，基本上是以第一次大规

模南迁运动中形成的“人口重建式”移民为主体的。
陈寅恪在《东晋南朝的吴语》中说：“永嘉南渡之士

族其北方原籍虽不同，然大抵操洛阳近傍之方言，似
无疑义。”⑥但客家作为汉民族内的一个特定方言群

体，不是由某次迁徙一次性形成的，而是在长期的历

史岁月里，经过多次移民运动的酝酿、积淀和动态作

用而最后形成的。 因此，客家方言族群有其独自的

历史线索可寻。 客家人主要分布在闽粤赣三省交界

地区，部分分布于四川、广西、海南和湖南等 ８ 个省

区，２００ 多个县市，还散布在 ４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⑦

先秦时期，炎黄和东夷是汉民族的主源，苗蛮、百越

和戎狄是汉民族的支源。 秦汉以前，长江以南的广

大地区是百越民族的聚居地， 畲族很早就聚居在赣

闽粤三省交界地带。⑧根据移民史研究，早在秦代就

有部分中原地区的族群来到了闽粤赣毗邻地区，成
为赣南客家最早的先民。据《汉书·高帝纪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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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汉高帝已定天下，诏曰：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
时秦徙中县之民⑨于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 明

嘉靖年间编修的《惠州府志》，就引用这段材料来证

明秦代的移民曾波及到粤东惠州一带。⑩两汉之际，
中原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平民百姓纷纷

南迁。 据谭其骧先生的研究，南方一些郡国的人口

在这一时期增长了好几倍，这显然是接纳了大量北

方移民的结果。早期赣闽粤地区的语言变化并没

有文献记载，但根据秦汉唐在赣南、闽西、粤东设立

郡县治理开发的历史可知，其语言文化应当保持有

中原地区的语言特点。
西晋后期匈奴军发动战争，攻破晋都洛阳，俘虏

晋帝，西晋灭亡。 因战争发生于晋怀帝“永嘉”年间

（３０７—３１３ 年），史称“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
是中国人口分布中心向长江流域转移的一个标志性

事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中原人民南迁的

高潮。 此后，中原地区处于长期战乱之中，直到前秦

苻坚统一北方。 在这个长达百余年的混乱局面中，
共有九十万中原地区的人民纷纷迁出，迁入地则主

要分布在淮河以南广大地区，其中，一部分人口流入

赣南，一部分人口经宁都、石城进入闽粤地区。南

迁的中原汉人流离失籍，托庇于大姓豪族之下，被称

为“佃客”“浮客”，意即没有独立户籍的浮寄户。 东

晋元帝时，因失籍托庇的人增多，便下诏颁布了“给
客”制度。

东晋之后，任何一次大规模的北方人民南迁浪

潮，都在一定程度上波及长江中游两岸，如唐中叶

“安史之乱”所引起的约有 １００ 万北方人民南迁，从
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分布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格

局，我国南北人口分布比例第一次达到均衡。唐末

“黄巢起义”时期，农民军五千下江西，致使闽赣边

一带人口激增， 像《新五代史·南汉世家》的描

述：“隐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数有功于岭南，遂有

南海。 隐复好贤士。 是时，天下已乱，中朝人士以岭

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唐朝开元年间，唐循

忠在潮、虔、福间查检到三千余户“避役之民”，因而

置汀州，簿籍上已出现“客户”一词，然尚属广义称

谓，非纯为今之客家民系专称。

真正对闽粤赣毗邻地区的人口分布格局产生至

关重要影响的，是自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乱”直至宋

末元初的第四次南迁运动。 彼时，金人入侵中原，黄
河流域成为主要战场，每次大的战争都造成黄河流

域大量居民向长江流域迁移，主要迁移浙江、江苏、
湖北、四川，是北宋末年人口迁移规模最大的阶段。
唐朝的《元和郡县志》在记载程乡（今兴梅一带）户
口时，还未有主客户之分。 宋初的《太平寰宇记》所
载户口，潮州还未有主客户之分，梅州则开始有主客

户之分，但“客家”也仅有 ３６７ 户，而据《元丰九域

志》所记载，仅近百年之后，梅州“客户”已剧增至

６５４８ 户，潮州“客户”更多达 １７７７０ 户。这些“客”
户在南宋时期逐渐形成一系，在语言与风俗习惯上，
有别于当地土著居民和其他汉人，换言之，构成后来

客家方言群体的主体居民，是北宋末年以来的南迁

移民。明末清初后，客家因人口繁衍和文化发展，
与土著居民冲突不断，而居处地又山多地少，遂向

川、湘、桂、台等地以及粤中、粤西一带迁徙。 这次大

规模的迁徙，在客家移民史上被称作“西进运动”，
当时四川人口因战乱、瘟疫及自然灾害锐减，清政府

鼓励移民由“湖广填四川”，因此四川地区也有客家

人聚居。

二、客家人迁移过程中客家方言的形成

客家山歌是客家人民生活实践的产物，是客家

文化的精髓和活化石。 客家话是客家山歌的载体，
是汉藏语系下的汉语族内的一种声调语言。 伴随着

客家意识产生而产生客家方言，是汉族客家民系的

共同语言和进行身份辨识的工具之一。 客家话也是

唯一一种不以地名命名的方言。

１．客家语言对隋唐以前中原古汉语的继承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虽然有“书同文”政策，但
是却没有进行“语同音”，所以中国历史上汉语的语

音变化比较大。 据考证，客家方言至今保留有大量

中原古代汉语语音特征，如《诗经》第一人称“卬”
字，与客语第一人称口语“亻厓”的本源书面语“我
（吾）”是同源字，因为客语“亻厓”的读音纽韵归类属

顽母［］、拜韵［ａｉ］，正好与《中原音韵》阳平声疑母

［］、来韵［ａｉ］相吻合。 由此可见，客家方言与上古

中原汉语在词语的发音方面有一定继承关系。 另一

方面，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客家方言虽然与南方

少数民族语言共同的词语不多，却还大量地保留

着两汉时期典籍中古汉语的一些词语。 如“经”字，
《说文》中解释说：“经，织也。”本意是指织布机上

的纵线，“经”字仍在客家方言中使用，指织布，与
《说文》中对“经”的解释意义相同。 魏晋隋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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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中出现的词语，在客家方言中也有显著的反映，
是客家方言的主流。例如，唐朝杜荀鹤《自遣》诗

“百年身后一丘土，贫富高低争几多” 中的“争”
字，与客家方言中“争”的意义相同，都解释为“相
差”的意思。

“赋”“比” “兴”是客家山歌的主要修辞手法，
这是因为客家山歌较多地继承了《诗经》的“十五国

风”特色。 不同于“客家”，“畲”作为族称，是由于当

时“畲”民开荒种地的游耕经济生活特点而命名的。
由于畲族文化与客家文化长期的相互融合，在畲族

山歌中也能看出《诗经》中的艺术痕迹，如“思想阿

妹千百番，一日唔得一日完；上昼唔得下昼过，下昼

唔得日落山”。 但与畲族山歌相比，客家山歌还有

许多其他《诗经》中的艺术表现手法，比如“双关”有
两种情况，一是谐音双关，二是邂逅双关。 “榄子打

花花揽花，郎就揽下妹揽上。 牵起新尾等郎揽，等郎

一揽就回家。”这首山歌用的就是谐音双关，“揽”与
“榄”同音，都是拥抱的意思。 客家山歌的独特手法

还有重章叠句，或叫“重叠”手法。 如：“好牛耕田唔

使牵，好马上阵唔使鞭。 好石磨刀唔使水，好妹连郎

唔使钱。”这里每句叠“好”和“唔使”二字，与《小雅

·采薇》中的叠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

思，雨雪霏霏”有异曲同工之处。 而在畲族山歌

中，这种“双关”和“叠句”几乎是看不到的。

２．宋元时期客家语言的分化与整合

唐末至两宋时经 ４００ 余年，中原汉语已发生了

不少变化，南下汉人所使用的汉语也经历了旧质的

消亡和新质补充的过程。 唐末宋初时期，南下至江

西的移民族群带来的北方话在古楚语中的一支———
傒语的基础上，吸收了百越民族语言的某些成分，形
成了古赣语。因此，沙迦尔《论客赣方言》认为赣

语与客语有密切的亲属关系。 从音系对比来看，客
方言与赣方言大同小异，为此罗常培先生对客家先

民三次南迁和江西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赣北、赣中

地区临江近湖、地势开阔，尤其是隋唐以后，随着中

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迁，赣江—大庾岭通道的开凿，
推动了中央政权向这里的进一步渗透，古赣语不断

受到北方方言的冲击和儒学的渗透，从而演变成今

天的赣方言。从居民史、考古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

研究角度来说，赣语应属于古南方方言的范畴。 相

比之下，客家先民迁入的赣南、闽西山区反而因地处

闭塞，同外界交流较少，与赣语渐行渐远，逐渐形成

赣南客家话。李如龙先生提出：“和语音差异相比

较，客赣方言的词汇语法差异更能显示出方言区域

的界限。”在他调查的 １４６２ 个词语中，完全相同或基

本相同的 ７５３ 个，客方言与赣方言完全不同或基本

不同的有 ３１９ 个，在语法上客赣方言之间也有不小

的差异。

“客家”一词在两宋时期被正式使用，成为固定

称谓，“客家话”的名称也应运而生了。明代《永乐

大典》引宋代《图经志》曰：“潮之分域隶于广，实古

闽越地。 其言语嗜欲与闽之下四州颇类，广、惠、梅、
循操土与语，则大半不能译。 惟惠之海丰与潮为近，
语音不殊。”宋代的潮州梅州之间相当于今天的大

埔丰顺等地，皆是今天的客语地区，可推断早在唐末

宋初时期客家方言已经有所演变。 宋末元初的大迁

徙中，客家人随着逃租避役者进入闽西，再随佃耕的

移民来到粤东。 在闽西，和当地的闽粤族人及苗蛮

先民的语言融合为闽西客家话；到粤东，则与当地的

土著———南粤族人的语言融合成为梅县客家话。

现在居住在全球各地的客家人所说的客语言虽有不

同程度的差异，但从客方言的标志性特点考察，客家

人的迁徙都有过先聚后散的经历，他们先聚于赣南

闽西，再聚于粤东粤北，然后四散于湖南、四川、广西

等地。

三、客家语言文化认同感的构建与族群整合

族群的形成除语言、经济、文化等条件外，自我

意识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 嘉庆镇平（蕉岭）
举人黄钊，著有《石窟一征》一书，他在卷七、八《方
言》中，记载了镇平县方言读音，这些方言词涉及几

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语。 黄钊在他的方志中用包括

《尔雅》《说文》《左传》等先秦古籍论证本地方言与

正统文化的关系。 但纵观全文，黄钊只是通过记载

语音考其来源。 他称通行的官话为“官音”，然而对

于自己的方言读音，称之为“土音”，有的称之为“俗
呼”，如：“富曰发，土音读作褒字，放声，如官音之

拨。 贫曰括，土音读作平声，言空诸所有也。 揖曰唱

喏，诺，土音读如也。”但没有一处提到他们的方言

是客话，这说明，黄钊在考释蕉岭方言时，并没有客

家意识。
清代开始，以嘉应籍客家士子为核心的一大批

知识精英纷纷著书立说，力图系统建构客家自身文

化。 随着客家精英论著不断地面世，客家群体心目

７２１

客家移民路径选择与客家语言文化的形成



中的文化核心逐渐形成。 客家知识分子通过对客家

语言源流的考证，把“来自中原”作为自身文化历史

的起点和根源，在很大程度上强调其与中国文化的

一脉相承，这其实与文化正统观念的发展密切相

关。如客家文人徐旭增在《丰湖杂记》中说：“客人

语言，虽与内地各行省小有不同，而其读书之音则甚

正。 故初离乡井，行经内地，随处都可相通。 惟与土

人风俗语言，至今仍未能强而同之。”林达泉在其

《客说》中详细论述了客家起源问题，“客为唐虞三

代之遗，避乱而南，而大江以南因有客家。”“盖官韵

为历代之元音，客音为先民之逸韵，故自吻合无

间。”“客之源流，殆讬始于汉季，盛于东晋六朝，而
极于南宋。”

清末民初，中国传统文化民族主义与舶来的西

方近代种族观念交织在一起，成为各种社会文化的

思源。 客家方言的称谓此时传入粤东北客家人聚居

的核心地带，并被客家知识分子接受与传播，客家话

这个称谓才渐渐被客家核心区的民众认同与接受，
从“土音”变成“客话”，“嘉应州及所属兴宁、长乐、
平远、镇平四县并潮州府属之大埔、丰顺二县，惠州

府属之永安、龙川、河源、连平、长宁、和平、归善、博
罗一州七县，其土音大致皆可相通。 然因水土之异，
声音高下亦随之而变。 其间称谓亦多所异同焉。 广

州之人谓之以上各州县人谓‘客家’，谓其话谓‘客
话’”。 此时客家意识经过晚清粤东客籍知识分

子的宣传，已经在知识阶层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关于

“客家” 这一称谓，也是从外来者的称呼那里得

来的。
随着有关客家族群知识的普及，“客话”一词逐

渐被固定下来。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兴宁人罗其霭的

《客方言》一书，从语言上论证“客家音”为中原古

音，为客家方言的正式定名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文本。 章炳麟在介绍《客方言》时，说兴宁人罗翙云

《客方言》十卷，“上列客语，下以小学故训通之，条
理比顺，元所假借，盖自是客语大明，而客籍之民亦

可介以自重矣”。 与前述黄钊《石窟一征》不同的

是，尽管都是证明自己语言中的中原古音之遗韵，但
《客方言》在论证时有明显的自觉意识，也有明确的

族群色彩。 清朝大臣黄遵宪（广东梅州人）将西方

传教士基于人种学和民族学而形成的客家论述与客

家士族的“中原之说”结合起来，系统性地论述了

“族群”这个客家文化的特殊模式，诠释了客家历史

与文化的当下价值。 他在《梅州诗传序》中说：“此
客人者，来自河、洛，由闽入粤，传世三十，历年七百，
而守其语言不少变。 有《方言》、《尔雅》之字，训诂

家失其意义，而客人犹识古义者；有沈约、刘渊之韵，
词章家误其音，而客人犹存古音者；乃至市井诟谇之

声，儿女噢咻之语，考其由来，无不可笔之于书。”
由此可见，清末“客家话”一词最初并不是粤东

北地区“客家人”自创的，而是由外传入客家聚居核

心区的，其族群特征也是在客家人文化系统构建过

程中缓慢形成的。 自客家学者徐旭曾起，“来自中

原”一说的观念已不单纯是一种学术观念，实际已

成为一种社会群体的文化意识。 在当代方言群中，
通过客家学者罗香林条理化和理论化，大大加强了

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力，从而加速了客家理论研究

成果大众化的过程。 当中国传统文化在 ２０ 世纪发

生明显变异时，这些带有“地域士大夫”色彩的移民

文化经验，无疑为客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表达

方式、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

四、结语

在客家研究的热潮中，有关“客家的形成”和

“客家方言的性质”这样一些根本问题，学术界出现

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新认识。 从客家移民的角度对

客家方言做认真负责的调查研究，有助于深入发掘

客家语言和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特点。 客家方言的历

史变迁，印证了客家文化源头中的这种时空两维

（历史和地域）的多元性。 从纵向的时间维度来看，
客家在迁徙移民过程中所建构的一整套知识和话

语，通过对移民史、语音词汇、客家山歌的关系研究，
可以更加集中地把握中国文化整体演进中的时序性

和阶段性，以及不同时间截面上的特点及其内在联

系。 从横向的空间维度来看，通过对移民动因、地域

环境、客家方言之间的关系研究，可以更加深刻地体

会到不同文化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动态作用，以
及这种相互间联系与作用的内在依据。

客家方言既然是客家地区文化的载体，对客家

方言在移民过程中所形成的语言结构、传播环境和

社会功能做全面深入的剖析，从而更好地挖掘蕴含

于客家民系中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艺术想象

和文化意识，更好地展示客家民系乃至中华民族自

强不息的生命力和源源不绝的创造力，推动客家民

系乃至人类社会更加科学发展、和谐共进均具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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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现实意义。 客家方言分布很散，跨省越海、特点

各异，同时还有大量的不同系属方言的方言岛分布，
其内部的差异不仅仅是因迁徙和源流因素形成，往
往还是反映其与不同的本地方言接触而发生不同类

型、不同方向演变的线索，其中人口规模、分布区域

以至文化类型等方面的因素，也是值得进一步探

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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